[bookmark: _GoBack]第一章思考题：毛泽东找到了一条什么样的道路使中国结束了以往任何革命都没法完成的两半社会，使中国获得了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国家统一？详述之艰难与挫折。

段泽慧：毛泽东找到了一条正确的具有中国特色的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全国政权的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1840年以后，内忧外患交集在一起，中国人民受到了西方列强和本国封建势力的双重压迫。中国革命的发展规律决定了中国革命基本上不是经过长期的合法斗争，不是先占城市后取乡村，而是以武装斗争为主要形式，以土地革命为基本内容，以农村革命根据地为战略基地，用农村包围城市，然后夺取城市，在农村根据地建立新民主主义性质的社会和政权，并把各根据地的模型推广到全国，那时全国就成了新民主主义性质的共和国。革命事实最终证明了这条道路的正确性。
1924年1月国民党一大召开，共产党员以个人名义加入国民党，第一次国共合作正式形成。我党深入基层在城市中领导了广州沙面工人罢工、五卅运动等一系列规模浩大的工人运动，将大革命推向了高潮。1924年2月召开的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第四次会议讨论了十项提案，其中四项是毛泽东提出的，他在议案中提出了加强党员作用、重视基层群众工作等建议。大革命时期党虽然把工作重心放在了城市，但是毛泽东、彭湃等人不畏艰险、深入乡村、开展农运，为日后将工作重心转向农村积累了经验。1925至1927年间，毛泽东撰写了《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国民革命与农民运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等著作，就是大革命时期开展农民运动的经验总结。他还号召要立刻下决心，把农民问题开始研究起来，到乡村中去。这些认识为他日后创造性地开辟中国特色革命道路奠定了最初的思想基础。大革命农民运动失败后，为了总结失败教训，确定新时期的路线和政策，1927年8月7日，党在汉口召开了紧急会议（八七会议）。与会同志对大革命失败的原因和教训作了认真总结，会上毛泽东在发言中讲了三个问题：一是领导权问题；二是农民问题；三是军事问题。关于军事问题，他谈的最深刻：“从前我们骂中山专做军事运动，我们恰恰相反，不做军事运动，专做民众运动。蒋唐都是拿着枪杆子起家的，我们独不管。”“以后要非常注意军事，须知政权是从枪杆子中取得的。”可见，这时候毛泽东已经提出了争取农民支持、独立领导革命的思想，而具体的途径则是把民众运动和军事运动结合起来。八七会议确定了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总方针，即“党的现实最主要的任务是有系统地、有计划地、尽可能地在广大区域内准备农民的总暴动。”在此精神指导下，党先后组织了秋收起义、广州起义等百余次武装起义。这些起义有两个共同特点：一是从起义目标来看，几乎都是剑指大城市。二是从结果来看，这些起义基本上都失败了，即便夺取了城市也占不住。各地武装起义实践证明，攻打大城市的路走不通，一些起义部队开始转入农村，开展武装斗争和土地革命，开始从攻打城市到向农村进军的伟大转折。
各地起义军撤到农村后，都面临三个共性问题：一是怎样战胜敌人的围剿；二是如何争取农民的支持；三是怎样建设巩固的根据地。从1927年10月到1930年1月，毛泽东在总结井冈山和其他革命根据地实践经验的基础上，先后撰写了《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井冈山的斗争》、《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等著作，从理论上对中国革命的一些基本问题作了深刻论述，其中核心内容是关于农村革命根据地红色政权存在与发展的原因和条件以及关于工农武装割据的思想，标志着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道路理论的基本形成。
古田会议后五天，即1930年1月5日，他给林彪回复了一封信，借着批评林彪以阐述自己的主张，这就是赫赫有名的《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毛泽东批评了“全国范围的、包括一切地方的、先争取群众后建立政权的理论”；反对“单纯的流动游击政策”，主张应该采取“有根据地的，有计划建设政权的，深入土地革命的，扩大人民武装的路线”；强调只有坚持农村根据地斗争，“才能树立全国革命群众的信仰”，“才能真正地创造红军，成为将来大革命的主要工具”。可见，毛泽东实际上提出了把党的工作重心由城市转移到乡村，在农村地区开展游击战争，深入进行土地革命，建立发展红色政权，待条件成熟时再夺取全国政权的关于中国革命道路的思路。这标志着农村包围城市道路终于成功开辟出来了。
1930年9月中旬，攻打长沙失利，红一方面军总前委书记兼总政委毛泽东率前委机关30人、警卫连130人，从长沙白田铺出发，傍晚到达株洲。毛泽东、古柏驻扎在港口街一竹器店、朱德、彭德怀驻扎在恒和药号和志新昌布店。毛泽东等当晚在中正街（现解放街）“协丰长“绸布店召开了总前委扩大会议，做出“撤回江西、进攻吉安”的正确决策，扭转了中国革命又一次严重危机。此为共产党第一次确立放弃攻打城市，优先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的方针。
1936年到1939年，毛泽东先后发表了《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论新阶段》、《战争和战略问题》、《〈共产党人〉发刊词》、《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等理论著作，从中国革命的基本规律、特点和主要形式，从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必要性和可能性等方面进一步丰富和完善了农村包围城市革命道路理论，标志着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道路理论的成熟。

林冬亮：一条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艰难与挫折：四一二反革命政变捕杀大量共产党人，是血的教训。政权须由枪管子里出，于是有了南昌起义，但仅由无产阶级领导的城市起义是远远不足以成燎原之势。关键时刻，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良好建设带领中国共产党走出了一道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这是非常不容易的伟大转变，要摒弃教条，具体结合国情实践马克思主义。不仅如此，还要抵挡反围剿，后被迫长征，仍坚持这一道路，这一道路终于在抗日时期熠熠生辉，各阶级联合抗寇，解放建国，再转为社会主义道路上来，这条道路是党的智慧结晶。

刁微微：毛泽东带领秋收起义的队伍上井冈山，标志着毛泽东在中国革命的历史转折关头闯出了一条不同于俄国十月革命的道路，创造性地开辟了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全国政权这一独特的革命道路。这一独特的中国革命道路的重要标志，是“工农武装割据”的实践和理论。

方凡：农村包围城市道路实践的开始，是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建立。起初，党的工作重心是放在中心城市的，但后来所有以占领中心城市为目标的起义很快失败。失败后的部队逐步转移到了远离国民党统治的农村区域，农村地区反动阶级力量薄弱，且有广大劳苦农民，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天然盟友。在那里发动农民群众、开展游击战争、进行土地革命和创建工农政权的斗争有良好的群众基础。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封建阶级、资产阶级反动派力量强大是不可能自动将政权交出来的，并且千方百计想消灭无产阶级的革命队伍。中国广大劳苦人民想要真正做到当家作主，就必须用武力从根本上推翻反动统治，武装夺取政权作为一个彻底的斗争手段，就比须成为中国革命的正确途径。
毛泽东不仅在实践中首先把革命进攻对象指向农村，而且从理论上阐明农村应当成为工作重心和武装斗争的重要性。毛泽东阐述了共产党领导的土地革命、武装斗争与根据地的建设三者辩证统一的关系。大革命失败后，中国革命要走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是必然的，是因为：第一，中国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内无民主外有强权，因此，中国革命必须以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第二，中国的社会性质决定了农民是民主革命的主力军，这决定了中国革命必然要从农村到城市。第三，反革命势力控制了城市与交通要道，农村是其统治的薄弱环节，这也决定了中国革命必然要走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中国革命要走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也是可能的，是因为：第一，中国是半殖民地半封建大国，近代中国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使红色政权获得存在和发展的间隙。第二，建立根据地的在区有良好的群众基础。第三，向前发展的革命形势。第四，相当力量的正式红军的存在。第五，共产党的正确领导。

马国梁：在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指导下的，具有中国革命特色的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道路。依靠广大农民与无产阶级，在中国共产党的带领下，结束了国家的两半社会，使中国获得了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国家统一。
艰难与挫折：包括国民党右翼叛变革命，发动四一二，七一五反革命政变，大肆屠杀共产党人；国际共产主义，尤其是苏共对中国革命的过度干预与机械指挥，不符合中国的革命形势，使中共在与国民党斗争的初期损失惨重；帝国主义的威胁与压迫等。

林佳漫：道路：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
艰难与挫折：①、1927年10月，毛泽东率领湘赣边界秋收起义的工农革命军，进军井冈山，开始创建以宁冈为中心的井冈山农村革命根据地。在此期间，广州、海陆丰、湘东、湘南、黄安等地的工农群众在武装起义中建立起来的红色政权，先后被优势的反动势力摧残了。这小块地区的红色政权仍处在强大的白色政权的包围之中，仍不断地遭到优势敌军的“围剿”。
②、党内许多同志从指导思想上是反对农村武装割据的。
党内右倾悲观论的责难、怀疑；左倾盲动主义的干扰、冲击、批评。
③、在党的五大上，毛泽东关于土地改革的提案被否决。
④、秋收起义的失败。
⑤、党的六大后，从1928年到1930年间的中央一些重要文件不仅否定了“割据”的提法，而且明确指出“以乡村包围城市”的方式是“农民意识”，“忘记了城市的领导作用”，是“右倾”的“躲避主义的游击战争方式”，“只是一种幻想，一种绝对错误的观念”。
⑥、党的骨干力量由灯红酒绿的城市来到了条件艰苦的农村，有的人在这样的环境下对革命的前途和命运问题发生了动摇。

廖雨欣：毛泽东创造性地开辟了一条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全国政权的独特革命道路。它是一条不同于俄国十月革命的道路。当时的中国不是一个独立的、民主的国家，而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内无民主制度，外无民族独立，只能以革命的武装反对反革命的武装。而且，与俄国十月革命不同的是，中共的敌人长期占据着中心城市，且统治力量强大。中共在中心城市的革命力量较为弱小，要在城市同占有绝对优势的敌人进行武装决战是非常困难的。但广大农村是敌人统治力量的薄弱环节，而且对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社会来说，农民占全国人口的绝大多数，可以说农民就是中国革命的主力军。因此，中国共产党要领导革命取得胜利，就必须深入农村，发动武装农民，这就为革命力量的生存和发展提供了可能。只有在农村积蓄力量，走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才能最终取得全国的胜利。
这条道路的实践经历了很多曲折。八一南昌起义，中国共产党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而从八七会议到1928年间，中共在各地发动百余场武装起义，如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广州起义等，这些起义均以占领中心城市为目标，但结果无不以失败告终。在党领导的武装斗争初期，“农村割据”只是作为实施武装暴动方针的一个过渡环节，即工农武装暴动后先通过“割据”有一个立足点，然后攻打城市，而不是建立一个长期的农村革命根据地。换句话说，这种“割据”是从属于“以城市为中心”的武装暴动总战略的。而且，当时共产党内许多人从指导思想上是反对农村武装割据的。比如瞿秋白就在党的六大说过：“海陆丰胜利之后，就发生了‘割据’这个名词，我是反对这个名词的（只能说是建立革命区域）。”党的六大后，从1928年到1930年间的中央一些重要文件不仅否定了“割据”的提法，而且明确指出“以乡村包围城市”的方式是“农民意识”，“忘记了城市的领导作用”，是“右倾”的“躲避主义的游击战争方式”，“只是一种幻想，一种绝对错误的观念”，等等。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对这个问题的认识也有一个发展的过程，但他们始终坚持“工农武装割据”“以乡村包围城市”的思想，最后形成了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全国政权的道路。

林蓉：探索出一条正确的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全国政权的革命道路，并形成了一条指导中国革命走向胜利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体系。
①国民大革命失败
1927年，蒋介石、汪精卫相继背叛革命，勾结帝国主义残酷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统一战线最终破裂，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失败了。革命形势暂时转入低潮。
②党内左倾错误
中央革命根据地在铸造辉煌的时候也经历了巨大的曲折和挫折。没有多久，一个不断发展的大好革命局面，被越来越严重的“左”倾错误所破坏。根据地愈来愈缩小，直至最后被断送。这是党的指导思想的两个发展趋向的对立和冲突的集中表现。这种对立和冲突，从中央革命根据地形成之后算起，至少有这样几次： 
一是在1931年11月初瑞金叶坪召开的赣南会议上，毛泽东对中央红军和根据地的正确领导受到指责，“左”倾错误领导将毛泽东逐渐排挤出重要领导岗位。此后，由于坚持毛泽东的正确主张的同志对“左”倾错误的抵制和斗争，中央苏区才得以继续发展，红军继续壮大。 
二是1932年10月在宁都小源村召开的宁都会议上，“左”倾错误领导不顾周恩来等的反对，撤销了毛泽东的红一方面军总政委的职务，并决定将毛泽东调回后方。
三是1933年1月，以博古为首的临时中央政治局由上海迁到瑞金，“左”倾错误进一步得到发展。2月，为了全面推行“左”倾冒险主义，反对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路线，首先在福建苏区开展反对所谓“罗明路线”的斗争，将福建省委代理书记罗明打成“退却逃跑的右倾机会主义者”；接着，又在江西苏区开展反对所谓“江西罗明路线”的斗争，打击坚持正确主张的邓小平、毛泽覃、谢唯俊、古柏。这期间，毛泽东在离开苏区党和红军的领导岗位后，专门从事苏维埃中央政府的工作。在苏区经济得到一定发展后，在国民党反动派再次对根据地进行大规模“围剿”时，苏区人民为了保卫翻身的胜利果实和红色政权，踊跃参军参战，有力地支持了反“围剿”战争。但是，由于临时中央“左”倾错误的继续发展，这些努力并没有能够扭转中央苏区日益困难的局面。 
四是1934年1月在瑞金举行的六届五中全会，中央主要领导的“左”倾冒险主义错误发展到了顶点。这时，蒋介石正统率百万大军发动第五次反革命“围剿”，中央革命根据地的形势异常紧张。六届五中全会却错误地认定中国存在着“直接革命的形势”，第五次反“围剿”是“革命道路与殖民地道路的决战”。这种认识完全不符合当时的实际情况。这样，从1933年10月开始的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在“左”倾冒险主义的直接指挥下，历时一年之久，不仅没有能打退敌人的进攻，而且中央苏区的绝大部分县都先后丢失，最后中央红军不得不放弃这块红色土地，实行战略转移，开始极其艰苦的长征。
③第五次反围剿失利后，红军可歌可泣的二万五千里长征
从1934年10月17日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从瑞金出发开始，至1936年10月22日红二、红一方面军会师结束。红军长征历时两年零五天。各路红军长征总里程约为六万五千余里（红一方面军从1934年10月17至1935年10月19日，历时12个月零2天，途经江西、福建、广东、湖南、广西、贵州、云南、四川、西康、甘肃、陕西11省，行程二万五千里）。在整整两年中，红军长征转战十四个省，历经曲折，战胜了重重艰难险阻，保存和锻炼了革命的基干力量，将中国革命的大本营转移到了西北，为开展抗日战争和发展中国革命事业创造了条件。
④抗日战争
华北事变后，中日民族矛盾进一步激化。当时，蒋介石还没有根本改变对日本的态度。他仍然准备组织力量对陕甘革命根据地和红军发动新的”会剿”。当时，蒋介石还没有根本改变对日本的态度。他仍然准备组织力量对陕甘革命根据地和红军发动新的”会剿”。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成为时局转换的枢纽，十年内战的局面由此结束，国内和平基本实现。从1937年7月卢沟桥事变，到1938年10月广州、武汉失守，中国抗战处于战略防御阶段。1938年10月，广州、武汉失守，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1939年1月，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决定成立”防共委员会”，确定了”防共、限共、溶共、反共”的方针。蒋介石还将抗战到底的含义解释为”恢复到卢沟桥事变以前的状态”。这标志着国民党由片面抗战逐步转变为消极抗战。在抗日战争时期，中国战场年平均牵制日本陆军的74％以上，最高年份达90％。
⑤解放战争
抗日战争胜利后，美国取代了日本在中国的地位，在中国采取去了扶蒋反共的政策。1946年6月底，国民党军以进攻中原解放区为起点，挑起了全国性的内战。

刘唐娟：经过1924-1927年大革命的中国共产党，面临的首要的根本任务，是找到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正确方向道路。大革命的惨痛失败，把革命方向道路问题严重地急迫地摆在中国共产党人的面前，能否尽快解决这个根本问题，能否尽快找到中国革命的正确方向道路，关系到中国共产党的生死存亡，关系到中国革命的兴衰成败。正是在这样的历史关头，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把思想的中心和实践的重点，放到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方向道路之上。
大革命的教训，使毛泽东等人最先警醒。八七会议前后，毛泽东提出了“上山”和“在枪杆上夺取政权，建设政权”的主张。八七会议是一个中介，此后毛泽东革命的立足点从辅助、支持国民党完成民主革命，转到由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民主革命之上，并且开始了农村武装革命斗争的实践。创建工农红军，开展土地革命，创建湘赣革命根据地，成功地进行了“工农武装割据”的尝试。1928年10月，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湘赣边界第二次代表大会决议案》中提出“工农武装割据”的思想。“工农武装割据”，就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之下，把武装斗争、土地革命、建立革命政权三者结合起来。毛泽东并且分析了中国红色政权能够发生、存在的原因和条件。指出“不但小块红色区域的长期存在没有疑义，而且这些红色区域将继续发展，日渐接近于全国政权的取得。”同年11月，毛泽东又进一步阐述 了党的领导和武装斗争、土地革命、革命根据地建设的关系。指出:党的领导正确是进行武装斗争、土地革命和革命根据地建设的保障:而武装斗争、土地革命、革命根据地建设这三者是工为条件，互为依托的。
关于城市和乡村、工人和农民的关系问题。毛泽东1929年4月5日在给中共中央的信中明确提出:“ 农村斗争的发展，小区域红色政权的建立，红军的创造和扩大，尤其是帮助城市斗争，促进革命潮流高涨的重要条件。”“抛弃城市斗争，是错误的;但是畏惧农民势力的发展，以为将超过工人的势力而不利于革....也是错误的。因为半殖民地中国的革命，只有农民的斗争得不到工人的领导而失败，没有农民斗争的发展超过工人的势力而不利于革命本身的。”
关于党领导的人民军队建设问题。1927年9月29日，毛泽东在三湾改编工农革命军，即在工农革命军中建立党的各级组织和党代表制度。支部建在连上，班排设党小组，连以上设党代表，营、团建立党委，部队由党的前敌委员会统一领导。并且在部队内部实行民主制度，连、营、团各级建立士兵委员会。1928年5月，毛泽东又给红军提出了“三大任务”和“三大纪律、六项注意”，使红军的建设进步革命化和规范化。
关于城市和乡村、工人和农民的关系问题。毛泽东1929年4月5日在给中共中央的信中明确提出:“农村斗争的发展，小区域红色政权的建立，红军的创造和扩大，尤其是帮助城市斗争，促进革命潮流高涨的重要条件。”
关于党领导的人民军队建设问题。1927年9月29日，毛泽东在三湾改编工农革命军，即在工农革命军中建立党的各级组织和党代表制度。支部建在连上，班排设党小组，连以上设党代表，营、团建立党委，部队由党的前敌委员会统一领导。并且在部队内部实行民主制度，连、营、团各级建立士兵委员会。1928年5月，毛泽东又给红军提出了“三大任务”和“三大纪律、六项注意”，使红军的建设进步革命化和规范化。
关于红军战略战术的基本原则。1928年5月，毛泽东和朱德等根据敌强我弱、敌众我寡的客观实际和南昌起义、秋收起义以来与敌作战的经验，提出了“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十六字诀的游击战术，为后来红军整个作战原则的形成奠定了基础。1929年以后，又提出“分兵以发动群众，集中以应付敌人。”“强敌跟追，用盘旋式的打圈子政策。”“固定区域的割据，用波浪式的推进政策”等等。
毛泽东提出的“工农武装割据”思想和党领导的人民军队建设以及红军战略战术的一些基本原则，只是他两年来革命斗争实践的总结和理论思考，还并无全党应把工作中心放在乡村的思想，也并未形成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理论。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理论的形成是在1930年以后。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成功和1912年元旦中华民国建立，仅仅是标志推翻了清政府的统治，推翻了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使民主共和深入人心。并没改变旧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历史命运。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新民主主义革命取得成功改变了旧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命运，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

郭昊天：毛泽东在中国革命的历史转折关头闯出了一条不同于俄国十月革命的道路，创造性地开辟了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全国政权这一独特的革命道路。这一独特的中国革命道路的重要标志，是“工农武装割据”的实践和理论。

林倩：道路：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工农武装割据道路。
艰难困苦：
1.大革命失败以后，国民党已经不再是工人、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革命联盟，而是变成了一个由代表地主阶级、买办性的大资产阶级利益的反动集团所控制的政党。人民大众的生存空间进一步收到挤压。
2、东北易帜：张学良1928年12月29日宣布东北服从国民政府，改易旗帜“。北洋军阀时代结束，国民党就在全国范围内建立自己的统治势力 。无产阶级的势力受到打击。
3、八七会议：1927年8月7日在汉口召开的中央紧急会议纠正了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错误，确定了土地革命和武装斗争的方针，才找到革命的前进方向，这是大革命失败到土地战争兴起的历史转折点。
4、南昌起义：1927年8月1日，由周恩来领导，打响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中国共产党终于开始创建人民军队，拥有属于人民自己无产阶级自己的武装力量；同时还揭开了土地革命战争的序幕。
5、湘赣边界秋收起义：1927年9月，毛泽东领导发动湘赣秋收起义，虽然失败，但是为以后提出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道路的提出打下基础。其首次使用工农革命军旗帜和名号，同时还吸收数量众多的工农群众。
6、三次“左”倾错误：以瞿秋白为代表的“左”盲动主义错误;以李立三为代表的“左”倾冒险主义错误;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教条主义错误都使得共产党在革命前进的道路上出现极大失误，带来极大挫折，但是同时也坚定了毛泽东以农村为中心走包围城市的道路决心，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思考提出助力。

刘泽豪：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全国政权这一独特的革命道路。
第一阶段,1927年大革命与秋收起义失败，井冈山根据地的建立，《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存在》的提出，形成了工农武装割据的思想，工农武装割据思想的提出为农村包围城市道路理论形成奠定了基础;
第二阶段,基本形成期,即以《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和《反对本本主义》为标志;第三阶段,成熟发展时期,以一九三六年《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九三八年《战争和战略》和一九三九年《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为主要标志。
